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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主要针对企业派外人员之文化智商、跨文化适应及职涯成功间之关

系进行探讨，并分析职涯资本的调节效果。本研究使用邮寄纸本和电子邮寄方式发放问

卷，对回收的 208份有效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结果如下：淤派外人员的文化智商
会对其跨文化适应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于派外人员的跨文化适应会对其职涯成功产生显
著正向影响。盂派外人员的跨文化适应对文化智商和职涯成功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榆职
涯资本在跨文化适应与职涯成功间不具有调节效果。依据研究结果，提供具体结论与建

议，作为企业与未来研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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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利用廉价的工资和使用低成本的原材料制造产品，

并将产品推向广大的市场，因此，企业纷纷开启全球化的经营模式，而在企业全球化的过程中，

需要派外人员在子公司执行管理、控管与训练传承等任务，其间必然会与派驻国的人民和员工展

开交流，而派外人员对当地文化的适应与应对是否得宜将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因此，派外人员的

遴选和管理议题也就显得重要。

所谓派外人员，是指派遣至母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服务的人员，公司在赋予派外人员进行海

外之派外任务的同时，派外人员可能会考虑自身文化智商和跨文化适应，选择是否参与派外任务，

而此时甄选合适的派外人员将成为派外任务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若选择不适任之派外人员，

不仅无法达成企业目标，严重时将使企业名声蒙受损失，增加海外派遣的成本（Aycan，1997），
亦可能使员工自尊心受伤，影响员工在同事间的名声或对派外人员之家庭产生影响 （Tung，
1987）。根据 Global Relocation Trends Report（GMAC Global Relocation Services，2006）调查显示，
有 21%的派外者在派外任务期间离职、23%的回任者在回任当年随即离职、20%的派外者在回任
后的 1~2年内离开母公司。因此，派外失败不仅是企业营运损失，也造成企业人才流失。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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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外人员若对新环境适应良好，则可以减少紧张及压力，提升对自身组织及派外任务的满意度，

借由在海外的工作经验累积自身职涯资本，而累积的职涯资本将有助于派外人员的职涯发展，也

有助于提升企业营运绩效及给予企业经营之管理建议。

然而，过去对于派外人员的相关研究较着重于个别探讨派外人员之人格特质，此大多使用

1986 年 McCrae、Costa 和 Busch 提出的五大人格特质模型为立论基础 （Ones 和 Viswesvaran，
1999；Caligiuri， 2000；Dalton 和 Wilson， 2000；Ward、 Leong 和 Low， 2004；Huang、 Chi 和
Lawler，2005），或着重于派外绩效（Ones 和 Viswesvaran，1997；Dalton 和 Wilson，2000；Rose、
Ramalu、Uli和 Samy，2010）、情绪智力（黄良志、林淑慧、王舜慧、蔡育璟，2012）、职涯资本
（黄良志等，2012）等因素。但甚少针对整体派外人员是否能借由其文化智商影响跨文化适应，进
而提升自我能力，增强其职涯成功，并积累派外人员的职涯历练，以增加企业派外任务之成功率，

因而触发本研究之研究动机。

综上所述，本研究借由了解派外人员接受派外任务前后面临之改变，针对派外人员之文化智

商、跨文化适应、职涯成功与职涯资本四个研究变项加以整合，进行深入研究，了解派外人员接

受海外派遣任务时，是否能确实借由文化智商持续的提升，增强跨文化适应力，进而达到职涯成

功，并有助于企业执行海外任务目标的达成。此外，加入职涯资本之变项，希望了解派外人员在

派外期间所累积之职涯资本，是否会在跨文化适应和职涯成功间产生影响，期望能借由了解这四

个研究变项间之关系和影响，作为未来企业选拔派外人员前的评估参考依据，也作为企业在派外

过程给予派外人员支持、了解派外人员跨文化适应程度、解决派外不适应问题之依据，成为企业

提供职涯发展规划及派外人员归国后回任之职涯发展的参考。

具体而言，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探讨派外人员文化智商、跨文化适应、职涯成功及职涯资本间彼此之关系。
（2）分析派外人员的跨文化适应在文化智商与职涯成功间之中介效果。
（3）分析派外人员之职涯资本对跨文化适应与职涯成功之调节效果。

二、文献探讨与假设推导

（一）文化智商

Earley于 2002年发表于《组织行为研究》（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的论文中，将
文化智商定义为：“一个人在新文化情境下的有效调适能力，并涉及调适过程及调适内容，且包括

认知、动机及行为三大要素。”

Earley 和 Ang（2003）认为，在全球化跨文化的实际状况下，文化智商是较为普遍而深入被
探讨的，而社会智商与情绪智商仅较多使用于解释个人行为，较少用于文化情境的探讨（Earley
和 Peterson，2004），相较之下，在文化多样性的情况下，文化智商的能力能够有效地表现出来
（Ang、VanDyne、Koh、 Ng、Templer、Tay和 Chandrasekar，2007）。

因此，Earley 和 Ang（2003）将文化智商定义为：“一个人能适应新的文化背景、有效处理及
理解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能力。”Earley 和 Peterson（2004）则指出，文化智商是一种从事一系列
行为模式的能力，利用这种能力，一个人可以依靠自己的技能（语言或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和

定性（适应不确定情况的忍耐力）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那些与之交流的人们所持有的、以文化

为基础的价值观和态度。而 Thomas 和 Inkson（2004）将文化智商定义为“文化智商是与来自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有效互动的能力”，提出三个文化智商的组成要素：知识 （Knowledge）、觉察力
（Mindfulness）和行为技巧（Behavioral Skills），个体必须有足够的知识才能了解跨文化差异，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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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的觉察力才能理解跨文化状况，而理解后需要根据不同的文化来调整行为技巧。

Van Dyne、Ang和 Livermore（2010）加强说明了 Earley（2002）的观点，认为文化智商可以
通过练习来增强，并对 Earley（2002）的文化智商三要素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将认知拆解为认
知及后设认知，从而成为文化智商的四构面，即动机（Motivational）、认知（Cognitive）、后设认知
（Metacognitive）、行为（Behavioral）。四个构面也是四个增强文化智商的步骤，四个步骤成为一个
增强文化智商的循环，通过以下四个步骤可强化个体的文化智商 （Ang、 Dyne 和 Koh，2006；
Earley 和 Ang，2003），步骤内容说明如下：

步骤一：动机型文化智商（Motivational CQ）———驱动（Drive），给予个体能量和自信追求需
要了解的文化。

步骤二：认知型文化智商（Cognitive CQ）———知识 （Knowledge），提供个体了解文化的基
本线索。

步骤三：后设认知型文化智商 （Metacognitive CQ）———策略（Strategy），使个体可以计划和
理解多种背景的文化。

步骤四：行为型文化智商（Behavioral CQ）———行动（Action），使个体在不同文化下有表现
适当的行为。

这四个步骤是一个回馈的重复机制（Feedback Loop），借由其他人响应个体的行为，影响动机
型文化智商，之后这个循环可以持续不断，引导个体增强文化智商。

而文化智商可借由后天学习获得，Tan（2004）认为文化智商比起情绪智商（EQ）更专注于
文化差异的部分，填补情绪智商的不足，并认为适应新文化必须有动机，了解文化中该调整适应

的部分，最后将这些知识和想法付诸行动，才能成功适应新文化。因此，若想加强自身文化智商，

可通过加强自身的沟通技巧、知识来修正自己的认知和行为，加上持续不断的练习来增进文化

智商。

综合以上各学者之观点，本研究认为文化智商是：个体在新文化情境下，借由了解文化的动

机寻找文化的相关知识，制定融入新文化情境的策略，将策略付诸行动，在行动后检视先前的知

识和行为，上述步骤若反复循环便可提升个体文化智商，文化智商是一种可以通过后天学习增强

的能力。

至于在文化智商的衡量方面，各学者提出之内容各异，Earley 和 Mosakowski（2004）提出文
化智商三构面模型［大脑/认知（Congnitive）文化智商、身体/物质（Physical）文化智商、心灵/情
感（Emotional/Motivational）文化智商］，并发展 12题项之文化智商问卷；Van Dyne、Ang和 Koh
（2008）及 Van Dyne等（2010）在其著作中皆提出文化智商四构面模型，认为文化智商是由动机
（Motivational）、认知 （Cognitive）、后设认知（Metacognitive）及行为（Behavioral）共四个不同性
质功能的构面组合而成，四个构面之间互相关联，若只专注于其中一个构面，可能会因此导致文

化上的迷思、误判或无知；而 Van Dyne 等 （2010）另发展 20题项之文化智商问卷，以为测量
之用。

总之，派外人员在考虑接受派外任务时，会衡量自身文化智商来选择是否接受派外任务，企

业在选择派外人员前，可评估员工之文化智商来挑选合适之派外人员。而文化智商可通过后天学

习而提升，因此，有足够的动机追求、了解文化是最关键的因素，而在派外前和派外期间，企业

可以给予更多的资源（如教育训练、出发前培训），让派外人员在其他文化情境下维持良好的表

现，以达成派外的任务与目标。

（二）跨文化适应

Berry（1979）将跨文化适应定义为在环境中为了让自己增加适应与减少冲突情形，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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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和行为；而 Black和 Gregersen（1991）则将跨文化适应定义为个体对外国文化在各方面心
理的舒适程度。

另外，Black 和 Stephens（1989）将跨文化适应（Cross-Cultural Adjustment）分为三构面：一
般性适应 （General Adjustment）、工作性适应 （Work Adjustment）及互动性适应 （Interaction Ad原
justment）。
（1）一般性适应：指派外人员对地主国的气候、食物与居住环境的适应程度，可能表现在气

候、饮食习惯等方面。

（2）工作性适应：指派外人员在不同的工作价值、期望和标准下心理上的适应程度，可能表
现在工作任务、部属关系等方面。

（3）互动性适应：指在有文化差异的地主国内，对地主国的沟通风格、人际关系互动的适应
程度，可能表现在社会化、互动行为、社交活动、沟通技巧等方面。

而后 Aycan（1997）承袭 Black 和 Stephens（1989）的思维，将跨文化适应调整为以下三构
面：心理适应（Psychological Adjustment）、社会文化适应 （Social-Cultural Adjustment）及工作适
应（Work Adjustment）。心理适应是指维持良好的精神与心理健康，它的特点是和地主国员工相
比，派外人员在心理方面感到的满意程度和地主国员工无差异；社会文化适应是指个体充分融入

该社会中，除了工作情况问题外，有能力处理其他非工作相关问题，包含与当地人士有正向互动

等；工作适应指有效地完成工作任务（Task Effectiveness），并对于新工作展现正面的态度（Aycan
和 Berry，1996）。
而在跨文化适应的相关研究中，Lysgaard（1955）提出 U型适应理论（The U-Curve Theory of

Adjustment），此理论探讨驻外时间长短与海外适应的关系，依据其研究结果，海外适应会经历三
个阶段：初期的适应期、危机期及恢复的适应期。此三阶段以派驻时间为横轴，适应程度为纵轴，

将会呈现 U型的曲线。而后陆续有学者进行海外适应的研究，Gullahorn 和 Gullahorn（1963）结
合了派外者归国、再度融入母国文化的过程，将 U型适应曲线模型扩展，提出W曲线，即当派外
者归国后，他们在母国又再次经历了类似的调整适应过程（通常被称为折返或逆向文化冲击），派

外者不得不重新适应母国文化，因此，派外者在地主国期间和返回母国期间皆经历蜜月期（Hon原
eymoon Stage）、文化冲击期（Culture Shock Stage）、调适期（Adjustment Stage）及熟悉期（Mastery
Stage），在整个过程中派外者适应的两个 U型曲线成为一个 W曲线，即 W型适应理论（The W-
Curve Theory of Adjustment）。
而后，Black 和 Mendenhall（1991）的研究也修正了 U型适应理论，提出 U型海外适应曲线，

主要包含以下四个阶段：

阶段一：蜜月期（Honeymoon Stage）。在派外者抵达后数周内，旅居者对于地主国的文化感到
新奇，此时在与当地人士互动时，当地人士大都也能体谅及包容旅居者因为不熟悉地主国文化而

产生的不恰当行为，因此，在此阶段驻外者的跨文化适应情况尚可。

阶段二：文化冲击期（Culture Shock Stage）。派外者在此阶段开始认真地应付每天发生的情
况，此阶段会发现自己过去的行为和当地文化有所冲突，因此，对自己产生挫折或对地主国人员

产生敌意，常常处于不确定的心理状态，这个阶段是文化适应的低潮期，也是最可能造成派外人

员工作表现不佳、无法妥当适应地主国文化及萌生回母国念头的时期。

阶段三：调适期（Adjustment Stage）。此阶段派外者已经逐渐在生活中获取语言技巧，开始能
做出比以前更符合当地文化的行为，因此，开始与当地人士建立良好关系，互动情形比文化冲击

期更佳，此时海外适应情形逐渐提升。

阶段四：熟悉期（Mastery Stage）。派外者完全适应地主国且能够在地主国使用适当的语言和
行为，不再对文化差异感到焦虑，派外者已经能够在当地完全发挥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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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Schell 和 Solomon（1997）之研究指出，派外人员的海外适应期约为一年，其间可以大
致分为四个阶段：赴任前的阶段（Pre-Move Phase）、到任后的阶段（Relocation Phase）、文化冲击
阶段（Culture Shock Phase）、适应阶段（Adaption Phase）等，虽然分类方法与之前学者有所不同，
但主要均在强调跨文化适应可能经历的过程。

由于学者之观点互有差异，因此，本研究认为跨文化适应是：个体在跨文化环境中，为了让

自己增加适应与减少冲突，在各方面适应新文化，让个体能够身心自在地处在新环境。而跨文化

适应在每次接触新文化的时候都会发生，经由蜜月期、冲击期、调适期及熟悉期四个阶段，可用

一条 U型曲线来表示，若再接触另一个新文化时就会再次产生新的 U型曲线。由于每个人对文化
的适应力不同，U型曲线会呈现不同样貌。在企业派外过程中，派外人员若能缩短文化冲击期及
调适期的时间，就能较快呈现好的表现。

至于在跨文化适应的衡量方面，Black 和 Stephens（1989）将跨文化适应区分为三个构面（一
般性适应、工作性适应、互动性适应），其发展的问卷题项共计 14题；仲济文（2005）则以工作
适应、生活适应、文化适应等构面来衡量派外适应，问卷内容共计 15题。

跨文化适应虽有不同的问卷来进行测量，但其中跨文化适应之衡量大多以 Black 和 Stephens
（1989）之量表改编而成，因为其是具有信度及效度之原始量表，也是受到众多研究使用之成熟量
表 （例如，Osman-Gani 和 Rockstuhl，2009；Selmer，2006；Hechanova、 Beeh 和 Christiansen，
2003）。
总之，跨文化适应是派外人员必经的过程，也是影响派外人员表现的重要因素。若派外人员

在一般性适应、工作性适应及互动性适应上有其中一项适应不良，则会影响派外人员之工作绩效，

也会造成派外人员的生活困扰。因此，企业必须注意派外人员在跨文化下的适应情形，必要时给

予协助，缩减冲击期和适应期，使派外人员尽快适应新文化。

（三）职涯成功

职涯成功（Career Success）又称职业生涯成功、事业生涯成功。Judge、Cable、Boudreau和
Bretz（1995）将职涯成功定义为“工作经验中与工作有关或是在工作中心理层面的正向结果的累
积”，而后学者们将职涯成功定义为心理层面及工作相关的成果，也是工作经验累积的结果

（Seibert、Crant和 Kraimer，1999）。而 Greenhaus、 Parasuraman和 Wormely（1990）研究指出，职
涯是“个体整个生命周期与工作相关经历的组合”，因此，职涯成功必须包含工作相关之客观事件

的变化和主观知觉的变化，才能完整衡量职涯成功。

Hall 和 Chandler（2005）则认为，职涯成功的最高境界是个体将自己的职业看成其发自内心
的呼唤（Calling）和人生想实现的目标，这个观点将职涯成功视为一个人的心理成功和满意度。
Rasdi、Ismail和 Garavan（2011）另指出，职涯成功是个人的职涯经验的一个结果，例如，从个人
工作相关经验中获得满意的成就。

Singh、Ragins和 Tharenou（2009）认为职涯成功可以分成两构面探讨，分别为客观的职涯成
功（Objective Career Success）以及主观的职涯成功（Subjective Career Success）。客观的职涯成功
反映工作取向的职涯成功，包含有形、可数量化的职涯成功标准，如升迁次数和薪酬的满意程度

（Bozionelos，2008）；主观的职涯成功则反映为自我职涯取向的职涯成功，涉及情感、态度和评
价，如职涯满意度、工作满意度、期望晋升和离职意向的满意程度（Allen、 Eby、Poteet、Lentz
和 Lima，2004；Eby、Allen、Evans、Ng和 DuBois，2008；Judge 等，1995）。

而 Greenhaus等（1990）以职涯满意观点诠释职涯成功，认为职涯满意是一种情感性的认知
或满足的感受，是对于工作刺激的反应，是个体对于整体生活的满意程度。

由于职涯成功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衡量标准，20世纪 80年代的衡量标准主要关注于工作、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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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升迁及福利等外显的/客观的职涯成功，学术上常以工作满意度、工作满足感来衡量；而 20
世纪 90年代后开始关注个体对自我职涯发展的满意程度，加入各种专注于个体心灵满足的职涯成
功衡量标准，如职涯满意度、职涯成长等（徐其力，2008）。

综合以上各学者之观点，本研究认为职涯成功是：任何工作经验中与工作有关或是在工作中

心理层面的正向结果的累积。若派外人员在工作上获得成就感，会感受到自身职涯成功。

至于在职涯成功之衡量方面，Gattiker 和 Larwoood（1988）建构之职涯成功量表，将职涯成功
区分成五构面，包含工作成功 （Job Success）、人际关系成功 （Interpersonal Success）、财务成功
（Financial Success）、阶级成功（Hierarchical Success）及生活成功（Life Success），共计 23题。

Greenhaus 等（1990）发展之职涯满意度量表用来表达职涯成功之程度，内容关注于受测者内
在之自身职涯现况和受测者外在之薪酬、升迁次数和技能目标达成之状况，共计 5题。

徐其力（2008）将职涯成功分为四个构面———职涯满意、职涯成长、市场价值与薪资，共计

17题。
由于以薪资、升迁作为职涯成功的判定标准时，容易因受测者的个人意识造成判定标准不一

的情况，且本研究之派外人员所属产业不同，容易因产业差异产生薪资、升迁次数不同的情形，

为了避免造成施测困难及研究误差，本研究采用个体主观认定的职涯成功内容作为资料搜集的衡

量标准。

（四）职涯资本

Hall（1976）认为企业的能力有赖于员工个人能力的加总，而将企业的无形资产分为文化、
知识和网络 （Culture、Know-How、Networks）。DeFillippi 和 Arthur（1994） 则以职能基础观点
（Competency-Based Perspective）探讨企业能力和职能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些企业能力分别可以与
三种职能相对应，分别为：了解如何完成工作的能力 （Knowing-How）、辨识关键人物的能力
（Knowing-Whom）以及了解工作背后的原因 （Knowing-Why）。此外，有学者认为职涯资本系指
“会影响个人职涯产出的所有相关资源以及社会网络关系”（Inkson 和 Arthur，2001）。

Singh 等（2009）则沿用 DeFillippi 和 Arthur（1994）与 Inkson 和 Arthur（2001）提出的观点，
进一步将职涯资本分为个人（Individual）和关系（Relational）两种构面来说明。
（1）个人构面包含知识 （如教育程度、训练及工作经验） 和动机。知识也称作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动机则表现在个人愿意主动投入职涯行为的控制资本（Agentic Capital），人力
资本可以通过教育、训练或接受工作挑战等方式来提升，控制资本则可以由个人职涯发展的动机

预测个人未来的职涯发展。在 Singh 等（2009）提出的论点中可以发现，知识存在于了解如何完
成工作的能力，动机存在于了解工作背后的原因，对 DeFillippi 和 Arthur（1994）提出之观点做了
补述。

（2）关系构面包含两种能力：教导关系资本（Mentoring Relationship Capital）及发展网络资本
（Developmental Network Capital）。教导关系资本是指企业内给予员工教导并给予教导对象职涯鼓励
的任何人。发展网络资本可以理解为人脉，指在提供职涯协助及鼓励的工作社群中发展出来的关

系性职涯资源。DeFillippi 和 Arthur（1994）指出关系构面就是能辨别关键人物的能力。
在职涯资本模型的相关文献中，Inkson 和 Arthur（2001）将 DeFillippi 和 Arthur（1994）所提

出的职涯资本雏形做了更深入的探讨，而提出如图 1之模型。而后 Suutari 和 M覿kel覿（2007）对职
涯资本做详细的补述，认为之前研究已提及个人职涯资本由三种能力所组成：了解如何完成工作

的能力、辨识关键人物的能力以及了解工作背后的原因（Cappellen和 Janssens，2005；DeFillippi
和 Arthur，1994；Eby、Butts和 Lockwood，2003；Inkson和 Arthur，2001），以下逐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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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如何完成工作的能力：此能力系指个人具备职涯相关技能以及工作领域知识，在职
涯中通过经验累积的新资产，并且了解哪些技能或知识是提升工作绩效所必备的（DeFillippi 和
Arthur，1994）。该能力包括获得的技能、专业能力、内隐和外显知识，并且不仅包含技能和知识，
也包含软技能（Soft Skills）和硬技能（Hard Skills），前者如沟通和人际交往的能力，后者如技术
专长（Inkson 和 Arthur，2001）。
（2）辨识关键人物的能力：此能力系指通过工作所积蓄的情谊、人际关系、声望、信息来源

以及共同义务（Inkson 和 Arthur，2001），包括组织内部和外部联络（如业务伙伴）及个人的社会
关系（如朋友）。

（3）了解工作背后的原因：指经由工作产生的动力、目标感、动机与自我认同而产生职涯
（DeFillippi 和 Arthur，1994），此能力提供个人更多的能量、对目标的意念、动机以及对工作意义
的界定，进而提升个人的自我效能、工作动机以及自我胜任感，以追求个人的职涯发展目标

（Cappellen 和 Janssens，2005；Inkson 和 Arthur，2001）。
之后，Lamb 和 Sutherland（2010）也提出职涯资本模型，在新的工作背景下，协助知识工作

者（Knowledge Workers）增进他们的价值、不同之处与职涯境界（Career Stature），此模型中增加
能够延伸、强化的个人特质与构面：淤情绪智力与成熟度；于能够清楚表达个人愿景；盂内控能
力（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榆果断力、说服力与坚持；虞表现记录与资格；愚在职涯境界成长
的热情、驱力、动力和能量（Passion，Drive，Dynamism and Energy）；舆理解文化资本在全球经济
脉络下的意义；余执行能力；俞在政治决议环境（Politically Charged Environment）中生存的能力，
能够适应不断改变的环境的能力；逾未来机会的辨识度。

此外，Lamb和 Sutherland（2010）也强调此职涯资本模型是一个回馈的环形机制 （Feedback
Loop），知识工作者强化其职涯资本，强化的结果可以在不同背景下转换，个人现有的能力亦可衍
生成其竞争力。

综合以上各学者之观点，本研究认为职涯资本是：会影响个人职涯产出的所有相关资源以及

图 1 职涯资本累积概念

了解工作背后的原因
经由工作产生的动力、目标
感、动机与自我认同而产生
职涯

辨识关键人物的能力
通过工作所积蓄的情谊、人
际关系、声望、信息来源以
及共同义务

了解如何完成工作的能力
在职涯中通过经验累积的新
资产，也就是获得的技能、
专业能力、内隐和外显知识人际网络的连结能带来

发展新技能的机会

卓越的专业知识能够带
来新的接触和声望

个人的目标
意义驱使新
人际关系的
寻觅

人脉的回馈
能重新确认
职涯动机

专业知识的
累积能提升
自信心与职
业认同

自我认同与动
机能够促进绩
效与学习

资料来源：Inkson K. & Arthur M. B.. How to be a successful career capitalist［J］. Organizational Dynamics，2001，
30（1），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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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关系（Inkson 和 Arthur，2001），包含了解如何完成工作的能力、辨识关键人物的能力以
及了解工作背后的原因，拥有较多职涯资本之个体的竞争力也会较高。

至于在职涯资本的衡量方面，Inkson 和 Arthur（2001）发展的职涯资本量表，将职涯资本分
为了解如何完成工作的能力、辨识关键人物的能力及了解工作背后的原因三构面，共计 20题。另
外，王镱錞（2013）以 Jokinen、 Brewster和 Suutari（2008）之了解如何完成工作的能力、了解工
作背后的原因以及辨识关键人物的能力三构面为基础，编制全球职涯资本量表，共计 18题。

但在 Jokinen 等（2008）对自愿派外人员（Self-Initiated Expatriates，SEs）与组织指定之派外
人员 （Company Assigned Expatriates，AEs） 进行职涯资本比较研究时，认为 Inkson 和 Arthur
（2001）及 DeFillippi 和 Arthur（1994）所提出的职涯资本三构面是非常好的测量构面，可作为职
涯资本之施测衡量参考。

总而言之，职涯资本是员工的个人能力，也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它包含了解如何完成工作的

能力、辨识关键人物的能力以及了解工作背后的原因三构面。Suutari 和 M覿kel覿（2007）研究指
出，有派外经验的派外人员比只有本国经验的人拥有较多信息和人际关系，在职场上更有竞争优

势，通过派外任务能够让员工拥有发展自身职涯资本的能力和经验；另外，Rodriguez 和 Scurry
（2014）研究自愿派外者的职涯资本发展时，研究结果显示自发型派外者的工作经验对个人职涯资
本有正向影响。因此，成功的派外经验会使派外人员积累职涯资本，能借此提升自身竞争力。

（五）各研究变项间的关系

Kim、 Kirkman和 Chen（2008）认为，文化智商高者比文化智商低者有更好的适应力，无论
是工作环境或非工作环境都有更好的适应。而 Tan（2004）认为跨文化适应是个人适应新文化的
能力，必须从认知开始，在拥有持续的动机并了解该调整的部分，将这个过程付诸行动后，才能

成功适应新的文化。

在文化智商对跨文化适应之关系的研究中，Van Dyne 等（2010）的文化智商四构面之研究结
果指出，文化智商与跨文化适应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李欣伦，2012）；而黄珍兰 （2009） 使用
Earley 和 Mosakowski（2004）的文化智商三构面作为主要衡量工具，研究发现文化智商程度较高
者在跨文化适应方面的程度亦较佳。

另也有部分研究专注于特定族群，如以在中国台湾的国际学生为调查对象（林昀皇，2011；
郑惠文，2013）、以在中国台湾的外籍劳工为研究对象（王姿力，2012），研究结果仍然显示文化
智商与跨文化适应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文化智商对跨文化适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Rasdi 等（2011）指出，职涯成功是个人的职涯经验的一个结果，曾被作为衡量成功之标准
有：工作满意度 （Burke 和 Mckeen，1994）、工作满足 （O’Reilly、 Bretton 和 Roberts，1974；
Gibson，1989）、职涯满意度等。而 Mendenhall 和 Oddou（1988）认为，派外工作的成功与否乃取
决于派外人员的派外工作调适。因此，派外工作的适应成功有助于提升职涯成功。

Black和 Mendenhall（1991）指出，若派外者已经适应文化差异，进入熟悉期后，则越能发挥
所长。将 U型适应理论应用于派外人员与海外派遣任务，若派外人员的跨文化适应情形良好，则
能顺利完成公司托付之派外任务。而刘淑萍（2011）以派外人员为研究对象，进行跨文化适应与
工作满意度之研究，研究结果指出跨文化适应对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由上述研究可以发现，跨文化适应与职涯成功有其相关性，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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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跨文化适应对职涯成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Early 和 Ang（2003）认为，文化智商高者在跨文化沟通时，对于脸部表情和手势及其他非口
语的感受较为敏感，也较有动机学习新环境的文化。Early 和 Peterson（2004）也认为文化智商高
者较能应对新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且能够适应地主国文化。因此，具有高文化智商之派外人员能

够借由理解各种文化的相异之处，调适自己的行为和思考方式，让自己能够在不同文化下仍然维

持好的表现。

Van Dyne 等（2010）认为文化智商可借由后天学习与训练增强，文化智商和跨文化适应间应
具有正向显著关系；Ang 和 Van Dyne（2008）之研究证实，跨文化适应与文化智商、跨文化适应
与职涯成功具有关联性，并提出跨文化适应在文化智商与职涯成功间可能具有中介效果。

因此，文化智商高之派外人员在不同文化中能够适应跨文化带来的冲击，在异国文化下亦能

适应当地气候、环境、价值观，在工作上也能产生较好的表现，达成个人职涯目标和自身目标，

因而产生成就感，创造自身的职涯成功。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跨文化适应在文化智商与职涯成功间具有中介效果。

Inkson 和 Arthur（2001）认为职涯资本系指“会影响个人职涯产出的所有相关资源以及社会
网络关系”，并提出职涯资本三构面模型：了解如何完成工作的能力、辨识关键人物的能力与了解

工作背后的原因。

陈心田（2003）的研究指出，一个人职涯成功与否，取决于人力资本、财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这三种资源的组合运用。其中，人力资本是指一个人的知识、技术及能力，也就是职涯资本中之

了解如何完成工作的能力与辨识关键人物的能力；财力资本指的是一个人的有形资产，如现金、

土地、股票等；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结构中社会成员间能够用来促进生产的交往关系，是一种可以

扩充的资本，也就是职涯资本中辨识关键人物的能力。这三种资本彼此具有联动关系，其中最关

键的因素是社会资本，因为社会资本可以用来扩展人力资本与财力资本（Coleman，1988；Burt，
1992；Tsai 和 Ghoshal，1998），因此，社会资本对职涯成功有关联性，三种资本中社会资本对职
涯成功的影响最为显著，在社会资本的相关实证研究中，社会资本与职涯成功具有正向相关（陈

心田，2003）。
DiRenzo（2010）的研究结果证实职涯资本对职涯成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Cao、 Hirschi

和 Deller（2012）认为，自愿性派外人员的职涯资本对职涯成功有正向影响，派外人员可借由提
升职涯资本来创造职涯成功。

Lamb 和 Sutherland（2010）认为能够适应不同环境，提升自身在不断改变的环境中的适应力，
便能在环境中获得职涯发展。而派外人员能在派外过程中通过各种职场训练、累积，发展出多种

能适应全球化环境的职能，培养跨文化智能，这即是自身的资本之一 （Caligiuri 和 Di Santo，
2001），这种独特的资本无法复制，且能够使自身长久拥有优势，充实自身职场竞争力。另外，派
外人员在跨文化训练期间建立自己的人脉，亦能强化自身职涯资本。Suutari 和 M覿kel覿（2007）研
究指出，有派外经验的派外人员比只有本国经验的人拥有更多信息和人际关系，在职场上更有竞

争优势。通过派外能够让员工拥有发展自身职涯资本的能力和经验。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本研究以职涯资本为调节变项，探讨职涯资本是否会调节跨文化适应与

职涯成功间之关系，进而提升派外人员之职涯成功程度，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职涯资本在跨文化适应与职涯成功间具有调节效果。
根据研究动机与目的，并参考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及推导之研究假设后，提出本研究架构，

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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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进行派外人员之资料收集，问卷均采用具信度及效度之成熟量表作为

衡量工具，并经过回译处理，所有问卷之计分采用 Likert五点尺度量表来进行评量，依序由非常
不同意、不同意、无意见、同意、非常同意五个尺度组成，每个尺度给予等距的分数为 1、2、3、
4、5。
（一）研究变项的操作性定义与衡量工具

（1）操作性定义。本研究采用 Earley 和 Ang（2003）之文化智商定义，即一个人能适应新的
文化背景、有效处理及理解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能力。并以 Van Dyne 等（2010）之四构面分类
（动机型文化智商、认知型文化智商、后设认知型文化智商、行为型文化智商）来进行衡量。

（2）衡量工具。本研究采用 Van Dyne 等（2010）之文化智商量表作为衡量工具，此量表分为
四个构面：动机型文化智商 5题（如我喜欢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往）、认知型文化智商 6题（如
我了解其他文化的法律和经济体系）、后设认知型文化智商 4题（如我能意识到自己与不同文化背
景的人互动时所应用的文化知识）及行为型文化智商 5题（如：我会根据跨文化互动的情境需要
而改变自己的口语速度），共计 20题。文化智商得分越高者，代表受测者具备正确或合宜的文化
知识，且能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做出适当的行为；反之，得分越低者，则较无法在不同的文化情

境中做出适当的行为举止。

验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结果显示，除了整体模型的配适度良好
（字2 = 400.03，df = 16，字2/df = 2.44，p = 0.00；NNFI = 0.88；CFI = 0.89；RMSEA = 0.083；SRMR =
0.078），各题项标准化参数值均达到显著。此外，文化智商量表各构面之 Cronbach’s 琢值皆大于
等于 0.70，且整体量表的 Cronbach’s 琢值为 0.83，显示本量表具有适切之内部一致性（Nunnally，
1978）。

（1）操作性定义。本研究采用 Black 和 Gregersen（1991）对跨文化适应之定义，即个体对外
国文化在各方面心里的舒适程度，并以 Black 和 Stephens（1989）所提之跨文化适应三构面（一
般性适应、工作性适应及互动性适应）作为衡量之依据。

（2）衡量工具。本研究采用 Black 和 Stephens（1989）所提出之跨文化适应的三个构面，题项

图 2 研究架构

职涯资本
1. 了解如何完成工作的能力
2. 了解工作背后的原因
3. 辨识关键人物的能力

文化智商
1. 动机型文化智商
2. 认知型文化智商
3. 后设认知型文化智商
4. 行为型文化智商

跨文化适应
1. 一般性适应
2. 工作性适应
3. 互动性适应

职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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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一般性适应 7题（如我能适应派驻国当地的居住条件）、工作性适应 3题（如我能适应派外
时主管所设定之绩效标准）及互动性适应 4题（如我能适应派驻国当地的社会风俗习惯），共计
14题。其中跨文化适应得分越高者，代表受测者在被外派至其他国家时适应当地生活、工作及互
动良好；反之，得分越低者，容易产生适应不良的情况，可能会影响派外者的生活和工作绩效。

验证性因素分析（CFA）结果显示，除了整体模型的配适度尚属良好 （字2 = 251.44，df = 74，
字2/df = 3.39，p= 0.00；NNFI= 0.90；CFI= 0.92；RMSEA = 0.108；SRMR = 0.077），各题项标准化参数
值均达到显著。此外，跨文化适应量表各构面之 Cronbach’s 琢值皆大于 0.70，且整体量表的 Cron原
bach’s 琢值为 0.86，显示本量表具有适切之内部一致性（Nunnally，1978）。

（1）操作性定义。本研究以 Greenhaus 等（1990）的职涯满意观点诠释职涯成功，认为职涯满
意是一种情感性的认知或满足的感受，是对于工作刺激的反应，是个体对于整体生活的满意程度。

（2）衡量工具。本研究使用 Greenhaus 等（1990）所编制之职涯满意量表进行职涯成功之测
量，共计 5题（如对于我在职涯上的成就，我感到满意），以个体主观认定的职涯成功为主要测量
变量，其中职涯满意得分越高者，代表受测者对于职涯成功发展的满意程度越高；反之，则对于

自身职涯成功发展的满意程度越低。

验证性因素分析（CFA）结果显示，除了整体模型的配适度尚属可接受（字2 = 30.55，df = 5，
字2/df = 6.11，p = 0.00；NNFI = 0.92；CFI = 0.96；RMSEA = 0.16；SRMR = 0.043），各题项标准化参数
值均达到显著。此外，整体量表的 Cronbach’s 琢值为 0.87，显示本量表具有适切之内部一致性
（Nunnally，1978）。

（1）操作性定义。本研究采用 Inkson 和 Arthur（2001）对职涯资本的定义，即会影响个人职
涯产出的所有相关资源及社会网络关系，包含了解如何完成工作的能力、能辨识关键人物的能力

以及了解工作背后的原因。

（2）衡量工具。本研究采用 Inkson 和 Arthur（2001）所编制之职涯资本量表与构面进行数据
收集，其中了解如何完成工作的能力 7题（如派外经验增进了与工作任务相关的技能）、了解工作
背后的原因 9题（如通过派外经验，我了解到自身的优缺点、需求与动机）、辨识关键人物的能力
4题（如派外经验让我增进了建立组织内部网络与无疆域团队的能力），共计 20题。其中职涯资
本得分越高者，代表受测者的职涯资本越丰富；反之，则职涯资本越不足。

验证性因素分析（CFA）结果显示，除了整体模型的配适度良好（字2 = 456.64，df = 167，字2/df =
2.73，p = 0.00；NNFI = 0.95；CFI = 0.95；RMSEA = 0.092；SRMR = 0.071），各题项标准化参数值均
达到显著。此外，职涯资本量表各构面之 Cronbach’s 琢值皆大于 0.70，且整体量表的 Cronbach’s
琢值为 0.93，显示本量表具有适切之内部一致性（Nunnally，1978）。

另外在量表之效度检测方面，参考 Anderson & Gerbing（1988） 之建议及 Wang、 Law、
Hackett、Wang和 Chen（2005）之方式，对各研究变项进行整体测量模式之分析，以检测问卷之
效度。依测量模式之理论模式的适配度指针显示，模式配适良好（字2 = 161.30，df = 59，字2/df = 2.73，
p = 0.00；NNFI = 0.93；CFI = 0.95；RMSEA = 0.092；SRMR = 0.073），且均优于其他研究变项的不同
组合之模式。此外，各个构面指针的因素负荷量也都达到显著水平，显示量表具有良好的效度。

派外人员之个人属性包含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教育程度、公司所属产业类别、任职现机

构年资、此次派外任务之任期、曾被派遣至的国家数、曾被赋予派外任务次数、目前派任国家或

区域、目前派任职务与目前派任部门，共计 12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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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以中国台湾相关机构截至 2012年所公布的上市（柜）公司对外投资事业名录作为研究
母群，再以中国台湾对外投资企业派遣至海外工作的派外人员为研究对象，而本研究所谓之派外

人员系指目前或曾经被企业（机构）派遣至母国以外之国家或区域服务一年 （含）以上之员工

（包含由其他国家派驻至中国台湾执行工作任务的派外人员，即不限国籍），但不包含临时性或短

期出差性质的人员。

由于本研究样本分散，数据不易收集，故采用便利抽样方式进行问卷发放，其中主要通过 E-
mail将问卷寄至目前或曾经派驻在母国以外国家或区域的派外人员，请他们协助填答问卷，再请
填答人将问卷以 E-mail、传真或邮寄纸本方式回复。本研究问卷发放日期为 2014年 2月 22日起，
陆续回收至 5月 6日，历时约两个半月，总计回收有效问卷 208份。

在回收之样本中，男性占 74.5%；已婚占 72.1%；平均年龄为 41.58岁，以 41~45岁为最大族
群，占 23.1%；教育程度以研究所为最多，占 57.7%；产业类别以传统产业及高科技产业为最多，
各占 40.9%；任职现机构之平均年资为 10.88年；此次派外任务之平均任期为 3.81年；曾被派遣
的国家数以一个国家为最多，占 75.5%；曾被赋予派外任务数以一次为最多，占 45.7%；目前派
任地区，以中国大陆为最多，占 76.9%；目前派任职务以管理阶层为最多，占 68.3%；目前派任以
制造部门为最多，占 25.5%。

四、分析结果

根据所得之样本资料做实证分析，探讨派外人员之文化智商、跨文化适应对职涯成功之影响，

并以职涯资本为调节变项，进行研究假设检定。

（一）相关分析

以 Pearson积差相关法进行分析，各研究变项之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1所示，文化智商、跨文化
适应、职涯成功、职涯资本彼此间均达到显著正相关，将依此结果再探讨其彼此间之因果关系。

（二）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由模式二结果可知，派外人员之文化智商对跨文化适应之影响达
显著水平，其解释变异量为 16.3%，显示派外人员之文化智商越高，跨文化适应程度也会越好。

表 1 研究变项之描述性统计量与相关系数 n=208
变 项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1. 文化智商 3.93 0.29 （ ）

2. 跨文化适应 3.83 0.42 0.384** （ ）

3. 职涯成功 3.77 0.59 0.404** 0.278** （ ）

4. 职涯资本 4.09 0.40 0.449** 0.560** 0.244** （ ）

注：**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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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之 H1，即文化智商对跨文化适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获得支持。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由模式二结果可知，派外人员的跨文化适应对职涯成功之影响具
有显著性，其解释变异量为 21.7%，显示派外人员之跨文化适应越佳，职涯成功也会越好。因此，
本研究之 H2，即跨文化适应对职涯成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获得支持。

依据 Baron 和 Kenny（1986）的观点，再以层级回归分析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来检验 H3。之前已验证文化智商与跨文化适应对职涯成功均具有直接效果，H1与 H2均获支持；
另由表 4之模式二可发现，文化智商对职涯成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茁= 0.703***，R2 = 0.263）。由
上述之分析结果可知，已符合 Baron 和 Kenny（1986）之中介效果条件，再由表 4之模式三来看，
加入跨文化适应后，文化智商对职涯成功之预测力，其回归系数之 茁值由 0.703降为 0.584，但仍

表 2 文化智商对跨文化适应之回归分析

依变项 跨文化适应

自变项 模式一 模式二

常数 3.327*** 1.514***
性别 0.040 -0.020
婚姻状况 0.189* 0.145*
年龄 0.025 0.024
教育程度 0.021 -0.003
任职现机构年资 0.029 -0.003
文化智商 0.532**
R2 0.036 0.163
F 1.497 6.526***
驻R2 0.127
驻F 30.572***
注：婚姻状况：已婚=1；教育程度：专科（含）以下=1；*p<0.1，**p < 0.01，***p<0.001。

表 3 跨文化适应对职涯成功之回归分析

依变项 职涯成功

自变项 模式一 模式二

常数 2.452*** 1.226**
性别 0.243** 0.228**
婚姻状况 -0.025 -0.095
年龄 0.059 0.050
教育程度 0.254*** 0.247***
任职现机构年资 0.070** 0.060
跨文化适应 0.369***
R2 0.150 0.217
F 7.154*** 9.266***
驻R2 0.066
驻F 16.990***
注：婚姻状况：已婚=1；教育程度：专科（含）以下=1；**p < 0.01，***p<0.001。

13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具有显著性，而 R2则由 0.263提升至 0.284，显示跨文化适应在文化智商与职涯成功间具有部分中
介效果。因此，H3即跨文化适应在文化智商与职涯成功间具有显著中介效果，得到部分支持。

调节效果之检验仍采用 Baron 和 Kenny（1986）的观点，而为了避免依变项与交互作用变项
相关过高而产生共线性问题，本研究将自变项（跨文化适应）与调节变项（职涯资本）之数值予

以标准化，使其平均数通过线性转换移至 0（Centered to Means），再计算其交互作用项之乘积项。
层级回归分析之结果如表 5所示，发现模式四之交互作用项（跨文化适应×职涯资本）未达到显
著性水平，故职涯资本不具有调节效果。因此，H4，即职涯资本在跨文化适应与职涯成功间具有
调节效果，并未获得支持。

表 4 文化智商、跨文化适应对职涯成功之回归分析

依变项 职涯成功

自变项 模式一

常数 2.452***
性别 0.243**
婚姻状况 -0.025
年龄 0.059
教育程度 0.254***
任职现机构年资 0.070

R2 0.150
F 7.154***
驻R2

驻F

模式二 模式三

0.057 -0.282
0.163 0.168

-0.083 -0.115
0.058 0.053
0.223*** 0.223***
0.028 0.029

0.263 0.284
11.941*** 11.329***

0.112 0.021
30.625*** 5.912*

文化智商 0.703*** 0.584***
跨文化适应 0.224*

注：婚姻状况：已婚=1；教育程度：专科（含）以下=1；*p < 0.05，**p<0.01，***p<0.001。

表 5 职涯资本对跨文化适应与职涯成功之层级回归分析

依变项 职涯成功

自变项 模式一

常数 -2.228***
性别 0.413**
婚姻状况 -0.043
年龄 0.100
教育程度 0.432***
任职现机构年资 0.120*

R2 0.150
F 7.154***
驻R2

驻F

模式二

-1.908***
0.388*

-0.161
0.085
0.419***
0.102

0.217
9.266***
0.066

16.990***

跨文化适应 0.262***
职涯资本

跨文化适应 伊职涯资本

模式三 模式四

-2.069*** -2.120***
0.421** 0.428**

-0.141 -0.147
0.100* 0.098*
0.441*** 0.451***
0.095 0.098

0.238 0.241
8.916*** 7.895***
0.021 0.003
5.557* 0.810

0.160* 0.152*
0.178* 0.175*

0.045

注：婚姻状况：已婚=1；教育程度：专科（含）以下=1；*p < 0.1，**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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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依据资料分析结果，提出本研究结论与研究意义，供后续相关研究参考。

（一）研究结论

由于文化智商高的派外人员在处理各种文化背景的难题时，能够比其他人有较快的适应速度

和适当的处理能力，因此，文化智商的提升有助于派外人员在不同环境下遭遇困难时能有妥善处

理的能力，文化智商高的派外人员能够在陌生环境中与他人来往、妥善处理新文化带来的压力、

了解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和社会体系，此外，在与不同文化的人们互动时，能够有足够的文化知识

做出符合派驻国文化的行为。因此，若能提高派外人员的文化智商，则可增强派外人员的跨文化

适应力，亦即企业在赋予派外任务时，可先给予派外人员心理建设和自信，并提供派驻国当地文

化的基本知识，使派外人员可以理解和适应派驻国的文化。

跨文化适应能力高的派外人员，不论是在派驻国的生活遭遇、在派外时的工作内容或与主管/
下属的相处，还是在派驻国与地主国人民的互动和适应风俗习惯，都能在一般性适应、工作性适

应及互动性适应上有较好的适应力。因此，跨文化适应能力高的派外人员，比其他人可花费较少

心力与时间适应派驻国的生活环境，也能够与派驻国人民有良好的沟通，因此，跨文化适应能力

高的派外人员能够在不同环境下发挥如同在母国一般的工作绩效，能够快速且专注于派外工作，

顺利完成派外任务。

文化智商高的派外人员，抵达派驻国时已经具备足够的自信、文化知识和拟定到派驻国时的

计划，因此拥有较高的跨文化适应能力。虽说文化智商会影响派外人员的职涯成功感受，但亦会

受到跨文化适应的影响，若派外人员跨文化适应良好，则对派外人员的职涯发展和公司发展会产

生助力；反之，若企业不注意派外人员的跨文化适应，使派外人员在适应不良的情况下执行派外

任务，则派外任务之失败率将提高，企业可能因此蒙受有形或无形的损失。

职涯资本是派外人员长年累积而来的经历，对派外人员而言是一项重要的资产，但本研究结

果显示，派外人员之职涯资本未能显著增强或削弱跨文化适应与职涯成功间之影响，主要可能因

为样本的派外任期不长（两年以下和满两年未满四年居多，合计占 68%）、以第一次派外者为最多
（占 45.7%）、曾派遣至国家数也以一个居多（占 75.5%），并且由于待在派驻国的时间仍稍短，加
上派驻至同文同种的中国大陆的占大多数（占 76.9%），可能感受与冲击没那么深刻。
（二）研究意义

海外派遣任务对国际企业而言是执行商业活动中重要的课题，在与他国进行商业交流时也需

要文化交流，因此，派外人员在企业执行任务时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需要担负起较重的海外

派遣任务，同时必须拥有足够的信心与知识迎接派外任务带来的挑战，若能成功执行派外任务，

对派外人员和组织都能带来正面的影响。

而在目前对于派外人员之研究中，多半着重在探讨派外人员之人格特质、派外绩效、工作绩

效、如何选择合适的派外人员等因素，以求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利益，但较少研究派外人员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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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借由其文化智商影响跨文化适应，进而提升自我能力、增强其职涯成功等，而本研究着重于个

人面向，期望了解派外任务对派外员工之帮助，因此，将文化智商、跨文化适应、职涯成功与职

涯资本四个变项加以整合，进行深入研究，来了解变项之间的关系。经由实证分析，本研究有助

于延伸至派外人员的个人成长，如职涯发展等议题。

另外，本研究虽然发现职涯资本在跨文化适应和职涯成功间不具有调节作用，但可能是由于

样本来源太集中、派外任期不长，尚无法完整累积职涯资本，另外在职涯资本构面中辨识关键人

物的能力需要通过人际网络的连接，并长时间累积声誉和情谊，这可能是造成职涯资本假设不成

立的重要原因。建议日后宜考虑样本派驻国的分布情况与派驻经历的问题，以便再验证职涯资本

所带来的可能影响。

在国际化的浪潮下，国际企业纷纷在全世界建立海外子公司，此现象在追求降低成本的制造

业最为明显，由于派外人员在子公司执行管理、控管与训练发展的任务时，必然会与派驻国的人

民和员工展开交流，因此，遴选和管理派外人员的议题也显得重要。以往在实务上挑选派外人员

时，多以派外人员是否具备专业能力为主要考虑，忽略派外人员的意愿和特质，在派外人员出发

前未给予员工派外前的文化训练，训练也着重在语言训练而缺乏培养文化知识，此现象在语言互

通的国家或区域尤其明显。因此，在挑选派外人员不严谨和派外人员缺乏训练的情形下，在母国

拥有良好专业能力和表现的派外人员，可能在执行派外任务时无法顺利完成工作，优秀的员工因

此提早结束派外任务，从而打击自信心或因此而离职，公司也因此损失了优秀的人才。反之，经

由派外任务的训练而拥有好的文化适应力的员工，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下皆能表现良好，职涯成功

的感受也将更为具体，使派外任务能顺利达成，并形成派外人员之派外经验，使派外人员成为公

司未来重要的栋梁。

本研究结果指出，派外人员的文化智商对职涯成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拥有较高的文化智

商能够让派外人员更加自信地面对环境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减少派外带来的文化不适应，更能专

注于派外任务的执行。因此，若能在遴选派外人员时就注意到派外人员自身文化智商的因素，从

旁协助派外人员增强其文化智商，减少在异地的冲击和不适应，即能帮助派外人员在最短的时间

内适应当地的文化差异，而顺利达成工作目标。

本研究结果可以使企业主管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在招募遴选有能力的派外人员执行派外任务

时，除了专业能力的考虑外，亦可思考加入文化智商的因素，辅以派外前之教育训练，如此可提

升派外任务成功概率和提高派外人员自身职涯成功感受，也可为企业留下优秀的人力资产，提升

企业的竞争优势与实现永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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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Expatriates’Cultural
Intelligence，Cross-Cultural Adjustment，and Career Success：Career

Capital as a Moderator
WU Ting1 XIAO Ziyun2 LIN Qiuxu3 HUANG Liangzhi2

（1. School of Business，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acau 999078；
2.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of Taiwan，China，Jiayi 621；

3. School of Management，Wuha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Wuhan 430065）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ultural intelligence， cross -cultural
adjustment，and career success of expatriates. Meanwhile，the moderated effect of career capital between cross-cultural
adjustment and career success is analyzed. Data collected was conduct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Totally， 20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gathered and put into the analysis.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ly， Cultural
Intelligence has positive effect on cross-cultural adjustment. Secondly，Cross-cultural adjustment has positive effect on
career success. Thirdly，Cross-cultural adjustment has partial mediated effect between cultural intelligence and career
success. Finally，The career capital doesn’t have moderated effect between cross-cultural adjustment and career succes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the concret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to related company and future
study as references.

Key words：Expatriates；Cultural Intelligence；Cross-Cultural Adjustment；Career Success；Career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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